
自從二十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國逐漸發展出富有活力的市場經濟，市民

社會也慢慢開始形成。但是，改革開放前的列寧主義政治制度基本上沒有受到

甚麼觸動，中共繼續享有實際上不受約束的政治壟斷權，其高層領導人只對一

小部分與他們一樣無需對誰負責的同僚負責。全國人大缺乏自主性和問責性，

各級司法機關在財政和政治上依賴於地方當局，大眾媒體受到國家的嚴格審查

和監督，政府繼續採取手段對各種社會經濟利益的組織進行控制。由此而產生

的結果是，一方面出現了生機盎然、活力四溢的經濟和社會，另一方面又繼續

維持Â已經不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僵化的政治體制，兩者之間的裂隙愈來愈

大。可以認為，這種不對稱將會嚴重阻礙中國長遠的健康發展和穩定。

中國還沒有建立起具有足夠的問責性和應答能力，以及充分透明的政治制

度。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國在改革時期積累了大量的社會經

濟壓力，其嚴重性被總的經濟的持續高增長率掩蓋了。這些壓力包括：不斷上

升的城市失業率、不斷加劇的城鄉收入差距、廣泛蔓延的官員腐敗、起伏不定

的銀行系統、艾滋病的隱現，等等。儘管中國的新領導人下決心要積極應付

中國的┌溫和權威主義┘

改革之路
● 包瑞嘉   　　

（Richard Baum）

＊ 本文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召開的「中國現況國際研討會」（2004年1月

6日至7日）上宣讀，現蒙作者及主辦單位允准發表，謹致謝忱。Abridged version of

Richard Baum, “Systemic Stresses and Political Choices: The Road Ahead”, China

Quarterly Special Issues New Series No. 4 The New Chinese Leadership: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fter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edited by Yun-han Chu, Chih-cheng

Lo and Ramon H. Myers (forthcoming). Copyrigh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translated and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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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挑戰（以及其他挑戰），但他們運用的那套治理方法能否奏效，絕不是一目

了然的1。

一方面，社會經濟在飛速變化，另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則一直維持在最

低限度之內。兩者的結合突現了中國的列寧主義體制在努力消納因經濟改革而

釋放出來的各種新的社會力量和壓力時所面臨的一個核心悖論。林德布羅姆

（Charles Lindblom）曾指出，列寧主義制度特別適合於自上而下地引導社會變

化。也就是說，這種制度有Â強健的、發育良好的「大拇指」，可以對社會施加

高度集中的壓力。不過，由於同樣的原因，列寧主義制度的其他幾個「手指」則

顯得虛弱，不敏感，很難精確地判定分散的社會信號，並對其作出準確反應2。

林德布羅姆指出，多元化的民主國家正好相反，其大拇指相對要弱一些。因

此，這些國家就不能產生集中的強制力。但是，民主國家的其他幾個「手指」非

常敏感，發育良好，因而就能夠精確地判定變化中的環境刺激，並對其作出準

確反應。總而言之，列寧主義制度具有優越的強力機制（mechanisms of force），

而立足於市場的民主國家則具有優越的反饋機制（mechanisms of feedback）。

隨Â中國社會的複雜化程度、分化程度和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就需要

大大增加政治感受器——「輸入制度」（input institutions）——的敏感性3。市場機

制——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見的手」——在經濟領域¯發揮這種功

能，使生產者和消費者能夠對變化的市場信號作出快速、有效的反應。但是，

在政治領域¯，也日益需要一些同樣敏感的反饋機制。在民主國家中，通常是

由利益集團、自由新聞業、公共輿論和競選來發揮這種功能。由於缺乏這類自

主的、互相配合的輸入制度，中國的列寧主義政體仍處於嚴重不敏感和缺乏反

應的狀態。實際上，它處處顯得笨手笨腳，並因此而受到損害。這種不敏感的

後果在2003年「非典」流行的早期階段暴露無遺，由於政府對民眾不以誠相見，

封鎖重要的流行病信息，因此，就未能採取及時有效的措施控制疫情。

為了提高政治敏感度，同時又不讓獨立的社會或政治勢力掌握政治主動

權，中共採取了一系列「統一戰線」策略。從傳統上看，統一戰線機關包括全國

政協，以及像全國工會和婦聯這樣的群眾組織，再加上八個受到官方承認的民

主黨派。設立這些機構的目的是要通過「共同協商、互相監督」，把共產黨與那

些非黨的社會經濟群體和職業群體更密切地聯繫起來。這些組織的問題在於，

它們雖然將「共同協商、互相監督」掛在嘴上，但卻幾乎完全是共產黨的附庸。

這些社團組織受到共產黨官員的嚴密控制和監督，很難發揮重要的、自主的

輸入／反饋功能，以促進有效的治理。毫無疑問，由於中共精心培育和照顧這

些組織，剔除不聽話的人，它們經常不免有「花瓶」之譏4。

就連江澤民也暗中承認，中共過去的統一戰線團體已經不能代表日益複雜

化、多元化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了。因此，他在當政的最後幾年拼命游說，

力圖擴大中共的社會經濟基礎，大談所謂的「與時俱進」。2000年2月，江澤民指

出：「總結我們黨七十多年的歷史，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這就是：我們黨

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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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Â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Â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

Â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這段話相當累贅，它後來經過提煉，被重新

表述為「三個代表」的思想。在中共十六大上，「三個代表」被寫進了黨章。

「三個代表」被寫進黨章，說明中共已經日益意識到，它的其他幾個社會「手

指」亟待加強。不過，這只是第一步。誠然，「三個代表」的思想允許將更為多樣

的利益和觀點包容進黨內，但由於缺乏相應的制度變遷，它並不能讓普通公民

在共產黨面前享有更多的權利，也不一定讓中共普通黨員發出更加自主、更加

真實的聲音。由於「三個代表」既不能確保一種基於充分的問責性和應答能力的

治理方式，也不能使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變得更加透明，因此，要對江澤民這

個很有爭議的理論作出最後定論還為時過早。江澤民已經給中共的意識形態打

入了一個楔子，以後的情況怎麼發展，就要看還有甚麼具體改革措施了。

政治：貌似合理性的藝術

中國的新領導人面對各種不斷加深的斷層線，又不願看到宏觀政治改革（例

如多黨制選舉、通過憲法確立權力分立的原則）造成潛在的不穩定，於是，他們

所能作出的政治選擇就十分有限。政治是（或應該是）可能性的藝術，或至少是

貌似合理性的藝術（the art of the plausible）。鑑於中國目前的情況，甚麼樣的政

治道路是貌似合理的呢？怎樣提高國家的敏感度、問責度、應答能力和透明

度，而又不威脅到政權的存在呢？

除非社會秩序發生危及系統的崩潰，中國在最近的將來不大可能在民主政

治方面出現根本性突破。文革動亂、八九天安門事件、蘇聯解體等事件還留在

當權者的記憶¯，因此很難指望會出現自上而下的、大膽的政治改革。在過去

十幾年¯，中共政權一直擔心不穩定，因而一向採取最安全、最不具有威脅性

的政治改革方案。就連看上去與這一判斷相抵觸的唯一重要改革——即廣泛實

行的村級直選制度——也並不是為了推動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治理，而是為了防

止農民反抗巧取豪奪的腐敗地方官員（在廣大農民中間一直醞釀Â這種反抗情

緒）6。中央政府沒有讓中國五萬個鎮實行直選，這可以證明如下猜測：直選主

要是緩解緊張的機制，而不是真正的自治手段7。

自從天安門事件以來，把困難「應付」過去一直是中共政權的首選政治策

略。在90年代，由於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量湧入，出現了經濟的高增長率，從而

使這一政治策略變得可行，減弱了社會政治方面的不滿情緒。當然，也出現了

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例如，農民抗議負擔過重，下崗工人要求支付被貪污或

挪用的工資和養老金，怒不可遏的家長要求調查導致幾名小學生死亡的爆炸事

件。不過，政府對所有這些問題都只是就事論事地加以解決。只要這類問題停

留在局部、孤立和無組織的水平上，它們就可以由一個決心抑制社會動盪的家

長式政府來加以解決。必要時，可以舉行村級選舉來清除腐敗的農村幹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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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員可以大張旗鼓地調查學校失火或煤礦倒塌的原因，政府可以掏出一筆錢

來打發憤怒的工人和退休人員8。

關於這一點，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中共政權「鼓勵個體而非群體

的輸入」，「將老百姓的怨氣集中對準地方機構或官員」，從而「分散了對黨國可

能發起的攻擊」9。這樣，中共政權就在一定程度上穩住了其脆弱的民眾合法

性。當民眾的不滿情緒只是小規模地、分散地爆發出來，而且憤憤不平的群體

很難相互溝通時，這種轉移局部怨氣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到了90年

代，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這些弱勢群體有了現代通訊方法，例如手提電話、傳

呼機、個人電腦、傳真機和互聯網。於是，它們的不滿情緒就得以調動和聚合

起來。隨Â不滿情緒以社會化的形式在更大的規模上表達出來，它在政治上對

政權所造成的潛在威脅也在逐漸增大。

鑑於社會經濟方面的不滿情緒有愈演愈烈之勢，胡錦濤上任後馬上就到革

命老根據地西柏坡考察，這絕不是偶然的。這是胡錦濤在中共十六大上當選為

總書記後的首次重要活動。在西柏坡，胡錦濤重申要堅持中共的傳統平等理

想，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一個月後，在農曆除夕，胡錦濤和尚未上任的

溫家寶總理分別到內蒙古和山西這兩個內陸省份訪貧問苦，慰問處境艱難的農

牧民和礦工。胡錦濤和溫家寶對窮困的老百姓表示了很大的同情，從而提升了

他們自己（以及中共）的正直、親民、負責的公眾形象bk。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

2003年春「非典」肆虐的中期，儘管處理疫情的時機被延誤了，中國高層領導人

仍以堅定的態度處理日益惡化的疫情，以緩解公眾日益加深的擔憂bl。

儘管中共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對處境艱難的群眾表示同情和關心，但中國在

社會經濟方面存在無數的問題，大概很難用這種家長式的、就事論事的辦法予

以解決。幾個富有同情心的國家領導人不時出現在新聞照片上，讓人感到他們

做了一點位高權重而不負眾望的事情，這的確也有點用處，但從根本上看，這

種姿態並不能切實地代替健全的政治制度。

需要過渡到「溫和的權威主義」

當前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由掌權的領導人認認真真地加強社會經濟

的包容和反饋制度。這樣，就需要採取一系列遠遠超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

和胡錦濤的「訪貧問苦」的有限目標的具體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放鬆目前對

非官方宗教、社會和職業組織的限制，擴大政治和思想寬容的範圍，增加大

眾媒體和輿論工具的自主性，加強人大的代表職能，放鬆黨對政府行政活動

的控制。就其本身而言，這類「溫和的權威主義」改革不會自然而然地保證政府

的透明度、問責性或法治，更不會解決國家的經濟問題，但它們至少有助於加

強中國先天虛弱的輸入制度，從而給它那幾個不敏感的、軟弱的「手指」注入新

的活力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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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後期，在趙紫陽的主導下，已經開始了朝Â溫和權威主義的預備性

過渡。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上作政治報告，勾勒了一個局部的政改方案，其要

點是：黨政分開；下放權力；改革人事制度，將政治任命權減至最低限度；加

強人大和群眾組織的監督；加強法治。但是，趙紫陽最激進的措施，也許是要

求黨國承認不同利益集團的合法性，這是走向真正的政治多元主義的第一步。

他指出，不同的群體可能有不同的利益和觀點，它們也需要有機會來交流思

想。趙紫陽還進一步斷言，社會主義社會並非鐵板一塊，特殊利益不應受到忽

視，對衝突的利益應加以調解bn。

趙紫陽的改革方案若被採納的話，中國原本有可能朝Â緩和社會與國家之

間的裂隙的方向邁出重要的第一步。遺憾的是，趙紫陽的方案因天安門事件而

胎死腹中，趙本人也以「分裂黨」的罪名而被解職。此後，由於擔心中國會出現

普遍的不穩定和混亂，再加上蘇聯令舉世震驚的突然解體，中共第三代領導人

沒有重新提起趙紫陽關於推進政治多元化、完善政治反饋機制的方案。直到今

天，中共都沒有給趙紫陽及其1987年方案平反。

誠然，對混亂和不穩定的擔憂經常被當作推遲嚴肅的政治改革的主要理

由，但中共第四代領導人還面臨Â一個更加迫切的問題：國家權威和民眾認受

性在未來會不斷受到削弱。在整個中國社會，到處都瀰漫Â不斷加劇的政治犬

儒主義，人們對政治採取一種疏遠的態度。經過二十五年的市場改革和理性

化，中共政權的馬列主義哲學基礎受到了削弱，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中共再

也不能為中國的未來展示一幅激動人心的理想圖景了，社會中的許多群體和個

人日益感到，中共在其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無關緊要的，只能讓人產生厭煩，

因此，人們只要有可能就避開它，必要時也容忍它。中國的普通百姓對黨的領

導人和黨的政策愈來愈不在乎，當有人問起江澤民「三個代表」的理論時，他們

經常只是笑笑，轉動一下眼珠。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如

果給他們選擇的話，80%的調查對象都更願意直接選舉政府官員。由此可以看

出，制度異化已經達到了何種程度bo。

在這種情況下，鑑於中國根本不可能發生自上而下的突然的、根本性的民

主轉型（這種轉型會動搖共產黨的統治基礎），還有其他甚麼辦法呢？有沒有一

種折衷的辦法，一方面加強政權的幾個制度性「手指」，令其獲得更大的自主

性，另一方面又不危及系統本身的存在呢？

儘管趙紫陽在1987年勾勒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既沒有得到充分闡述，也不完

全具有民主性質，但它們卻指出了一條似乎可行的道路，可以縮小專橫的國家

與先天軟弱的社會之間的裂隙。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認為，這些措施使中國朝

Â溫和權威主義的政治現代性的方向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對溫和權威主義改革而言，最大的、最難以克服的障礙或許來自「政治的慣

性」。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如果不發生大規模的系統危機，中共第四代領

導人——就如同第三代領導人一樣——完全可以選擇一條阻力最小的道路，採

取一種適度的、遞增的、修修補補的方式進行改革，在盡可能小的規模上做一

趙紫陽在1987年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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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結構上的調適，把問題「應付」過去。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應付」都必然成為

絕大多數地位穩固的掌權者的首選策略。不過，中國領導人也許不會有太多的

時間繼續享受這種奢侈了。我們在前面曾討論過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日益加

深的斷層線，有鑑於此，中國領導人也許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了。誠然，自天

安門事件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達到了接近兩位數的超常記錄，中共政權因此

也經受住了市場化和「開放」所導致的一系列過渡期震蕩，沒有遇到嚴重的系統

性危機。然而，這樣的好時光不會持續多久了。近年來，中國採取了一些權宜

之策，例如受控的村級選舉、領導人的訪貧問苦、遍布全國的農村信訪局、

1989年頒布的《行政訴訟法》（公民個人、而非群體可以依據該法律起訴國家行政

機關）。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治壓力，就此而言，它們可以被認為是

朝Â正確方向邁出的步伐bp。不過，這些措施只是第一步，是一個「強硬的權威

主義」政權對建立更強健的輸入／反饋制度的要求作出的極小的讓步。

如果經濟按合理的增長率繼續增長，中國領導人或許可以稍稍推遲必要的

制度改革。不過，這一策略有兩個缺點：第一，中共政權的命運完全取決於其

自身所無法操縱的全球（和地方）經濟力量；第二，愈來愈不聽話的、玩世不恭

的普通民眾讓政權承擔的政治風險會進一步加劇。中共政權應趁Â經濟形勢較

好的時候主動推行制度改革，這要比等到系統陷入危機、「政權崩塌」成為真實

的可能性（而非假設的可能性）的時候再來亡羊補牢要好得多。中國從來沒有像

現在這樣迫切需要讓社會—政治「手指」變得更為敏感，列寧主義的「大拇指」有

必要趁Â它還有足夠的公共權威的時候放鬆自己的控制，否則一旦失去了這種

權威，就是想放鬆也放鬆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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